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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土耳其经济的持续疲弱反映出国家经济治理的危机：经
济增长缓慢使之成为陷入失速的“经济大国”；经济结构脆弱使之成为缺乏

后劲的新兴大国；经济发展模式失色使之成为日益孤立的地区大国。 土耳

其的经济治理危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绝对化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及治理实

践在土耳其的失败。 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将进一步凸显，经济发

展模式出现新的强势转向。 同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

表现出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 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着力打造的“新土

耳其”具有推动国家治理转型的积极内涵，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在新形势

下有望恢复活力。 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及其转型对于全球新兴国家群

体而言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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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剧变爆发后的几年间，土耳其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方面均经历了重

大变化：国内政治威权化改革快速推进；经济陷入失速导致持续十余年的“经济奇

迹”终结；与外部大国的关系紧张加剧，周边外交困境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一度被国

际社会视为中东与伊斯兰国家发展样板的“土耳其模式”黯然失色，总统埃尔多安与

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所要打造的“新土耳其”在国内也失去了往日的

吸引力，土耳其国家治理面临多重危机。 在国内政局紧张加剧与外交困局难改的背

后，土耳其经济持续失速与经济治理的危机往往未受到重视，内外困局背后复杂的

政治、经济互动关系对土耳其的国家治理模式以及内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 ２１ 世纪以来崛起的新兴国家群体的重要代表，土耳其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

与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为其奠定了快速崛起的基础，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但

２０１２ 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发展态势从高增长急剧滑落，经济增长率始终徘徊在 ２％ ～
４％之间，同时其他一系列经济指标也大多出现恶化趋势，土耳其经济持续疲弱背后

的原因及其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已有研究主要从国内改革停滞、外部环境恶化、对
国际资本依赖度过高三个经济结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总体上很少有研

究从国家经济治理角度对此进行深入分析，缺乏对土耳其经济失速背后的经济治理

危机及其内外影响的考察。

一、 土耳其经济治理的演变与危机

土耳其的经济治理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经历了重大变革，新自由主义理念与改革

的引入奠定了经济持续增长和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基础，但也带来了多次金融危机

与脆弱的经济增长并存的弊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初，厄扎尔时代①开启的

大规模经济改革“将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改为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以促进经济

结构的调整和适应全球化的基本要求”，②打开了土耳其走向自由化、开放式的经济

发展道路。 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与加速对外开放使土耳其融入了全球经济

体系，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推动土耳其成为新兴工业化

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世界银行以及经合组织（ＯＥＣＤ）等为土耳其提供

了重要的指导和支持。 但这一时期的改革并未改变土耳其国内宏观经济的失衡状

况，金融改革较为滞后，经济与金融监管制度不完善，经济政策的放任、对外部高度

依赖以及国内政局动荡导致土耳其在世纪之交经历了严重的经济与金融危机。 ２００１
年的严重金融危机爆发后，土耳其为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不得不在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监督指导下进行了重大的结构性与制度化改革，在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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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厄扎尔于 １９８３～１９８９ 年任土耳其总理，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３ 年任总统，其担任总理和总统的这一时期被称为

“厄扎尔时代”。
李艳枝：《土耳其经济模式变革与伊斯兰复兴运动》，载《国际资料信息》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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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重塑了国内经济制度的框架。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执政以来，全球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成为其经济政策的指

导思想。① 正发党政府通过快速和大规模的私有化推动国内私有经济发展与竞争力

的提高；通过大力改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国投资；通过规范金融业、加强财政纪律、
控制通货膨胀等措施保障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既有效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也
维持了金融与经济体系的稳定。 土耳其国内私人投资、外资流入均大幅增加，对经

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对外贸易增长十分迅速；结构性改革使劳动力向高生产率

部门配置与流动；经济活动逐渐向内陆地区扩展，特别是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商

业群体迅速崛起等因素，共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一时期，土耳其经济实现

了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对外贸易发展更快，进入全球前

列。 土耳其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西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效应不断

提升，地区与城乡差距不断缩小，人均收入达到 １ 万美元左右，并培养出大批职业国

际商务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 土耳其融入和参与全球经济事务的程度不断提高，跻
身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并成功举办 ２０１５ 年安塔利亚峰会，使其国际经济地位显著上

升。 这为土耳其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
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实践无疑是比较成功的，但经济改革未能

从根本上改变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国内创新能力不足、储蓄率低而投资

能力有限、过度依赖外部资金、金融及监管改革滞后、持续的贸易逆差等结构性的

经济痼疾没有得到根治，经济发展前景也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面临严峻挑

战。 近年来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困境凸显出土耳其经济治理

的危机。
（一） 经济增长危机： 陷入失速的“经济大国”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执政以后，土耳其的年均经济增速达到 ６．５％，部分年份超过

１０％，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支撑土耳其大国地位的核心基础。 但 ２０１２ 年以后，由
于受到国内外各种负面因素的冲击，土耳其经济增速断崖式下滑，陷入持续的疲弱

状态，不复往日辉煌。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经济

增长率分别为 ２．２％、４％、３％、４％和 ２．７％。②。 经济持续低速增长极大地削弱了土耳

其崛起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基础与雄心。 与此同时，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失业率不断

走高：通货膨胀率升至 ９％左右；失业率逐步升至 １０％以上，青年、女性和东南部地区

的失业率远远高出平均水平。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分别为 ６．１％、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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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朱传忠：《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经济政策探析》，载《中东问题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第 １８０ 页。
“ ＩＭ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２０１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ｕｒｋｅ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４； “ ＩＭ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２０１６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２０１６；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１６； “ ＩＭ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２０１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 Ｃｏｎ⁃
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ｕｒｋｅ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ＴＵＲ，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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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８．８％和 ８．５３％；同期失业率分别达 ９．２％、９．７％、９．９％、１０．３％和 １１．８％。① 这些

数据显示，近年来土耳其通货膨胀率达到经济增长率的两倍至三倍，造成国内民众

收入大幅缩水。 虽然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土耳其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但其可持续性还有

待观察。
近年来推动土耳其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日益减弱，国内私人投资、外贸与外

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弱化，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 同时，高
企不下的通胀率、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和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日益

凸显。 通货膨胀持续高企和名义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削弱了土耳其企业的生产与竞

争优势，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结构下的进出口部门，最低工资水平的连续上涨对企业

造成了直接打击。 从 ２０１６ 年起，土耳其政府将最低工资水平提高了 ３０％，至每月

１ ３００ 里拉（约合 ３６８ 美元），一年后又宣布进一步提高至 １ ４０４ 里拉（约合 ３９７ 美

元）。② 提高最低工资直接导致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竞争力下降。 同 ２０１０ 年相

比，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工业、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增长了 ２．３～２．６ 倍。③ 经

合组织认为，较低的技术水平与升高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了土耳其商业部门的劳动生

产率，由于基本制度、监管框架与税收体系等方面存在缺陷，土耳其面临提升国内生

产率的结构性瓶颈。④

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的危机，土耳其政府缺少有效手段来应对相互抵牾的政策困

境。 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可以刺激出口、提振经济和稳定市场信心，但受到通货

膨胀与失业率高企、债务比率持续上升以及国内有关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实施效果

很不理想，政策手段的不足与失效凸显了土耳其经济遭遇的增长瓶颈与动力不足的

危机。 经济低速增长如长期持续，土耳其将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 经济脆弱性危机： 光芒暗淡的新兴大国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推动土耳其成为世

界主要经济体和全球公认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曾被列入名目众多的新兴国家集团名

单之中，并成为 Ｇ２０ 成员国，被视为全球十大新兴市场、继金砖国家之后的经济新秀

和“近金砖国家”（Ｎｅａｒ ＢＲＩＣ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包括墨西哥、韩国、土耳其、印尼和马来西亚

等）⑤之一。 与大部分新兴国家相似，土耳其经济对国际资本的高度依赖以及伴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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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ｕｒｋｓｔａｔ．ｇｏｖ．ｔｒ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Ｗａｇｅ ｂｙ 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ｔｏ １，４００ Ｌｉｒａｓ，”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ｒｒｉｙｅｔ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ｔｕｒｋｅｙ⁃ｔｏ⁃ｒａｉｓ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ｗａｇｅ⁃ｂｙ⁃８－ｐｅｒｃｅｎｔ⁃ｔｏ⁃１４００⁃ｌｉｒａｓ⁃１０７８８５， 登录

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ｕｒｋｓｔａｔ．ｇｏｖ．ｔｒ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ＯＥＣ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ｓ： “ Ｔｕｒｋｅｙ，”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ｅｃｏ ／ ｓｕｒｖｅｙｓ ／ ｔｕｒｋｅｙ⁃２０１６⁃

ＯＥＣ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ｒｖｅｙ⁃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Ｚｉｙａ Öｎｉş ａｎｄ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Ｋｕｔｌａｙ， “Ｒｉ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ＢＲＩＣＳ，”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３４， Ｎｏ． ８， ２０１３， ｐ． １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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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通胀、货币贬值等结构性问题导致其缺乏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面临外资流

入下降、债务负担增大、通货膨胀高企等压力，面对经济减速和不得不提高利率的两

难窘境，新形势下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新兴大国的光芒已然暗淡。 土耳

其两度被国际金融机构列入“脆弱五国”（Ｆｒａｇｉｌｅ Ｆｉｖｅ）①名单。
首先，土耳其对外贸易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十分突出。 土耳其对外贸易长期处

于大额逆差状态，近年来经常账户赤字虽有所收窄，但对外贸易总额不断萎缩，对经

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下降。 由于资本市场开放度高，外资进出自由，土耳其货币里

拉成为世界上最易受到冲击的新兴国家货币之一。 近年来，土耳其里拉呈现出不断

贬值的态势。 根据汇率变化计算可知，２０１５ 年里拉对美元贬值了 １４％以上，２０１６ 年

贬值了 １８％左右；进入 ２０１７ 年更是持续大幅贬值，前十一个月贬值幅度累计超过

３０％。 此外，土耳其的外债比重呈现出上升势头，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外债总额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从 ３９．２％增长至 ５９．６％，其中短期外债从 １６％上升到 ２３．８％。② 由此，土
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与经济展望多次遭到国际评级机构的下调，市场信心遭受严重

打击。
其次，土耳其以外向型为主、高度依赖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内在脆弱性。

土耳其外向型、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本就具有脆弱性，同时由于低水平

的储蓄率和高水平的美元化负债，高度依赖外资的土耳其经济一直深受国际金融市

场的影响。 受到长期无法解决的贸易赤字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率的制约，近年来

外资对土耳其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流入外资的投机性、短期性和债务性的特

点更加凸显，这无疑增加了金融动荡的隐患。 有学者指出，２０１０ 年以后“热钱”重新

占据流入外资的主流加剧了土耳其的经济脆弱性。③ 土耳其政府与私营部门均高度

依赖外部资本流入而导致外债日益增加，对外资的过度依赖使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收

支平衡存在重大漏洞，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收支平衡表中的货币敞口与错配使土耳其

经济对汇率波动极其敏感。④ 高度依赖外资的发展模式使土耳其经济易于受到国际

资本快速流动的冲击。 经济稳定需要保证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因而不得不采取

相对较高的利率政策，但这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和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的目标相矛

盾，压缩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与政府的政策空间。 近年来，里拉贬值与金融震荡严重威

·７·

①

②

③

④

“脆弱五国”概念 ２０１３ 年由摩根士丹利首次提出，包括南非、巴西、土耳其、印度和印尼五国。 ２０１７ 年

标准普尔提出新的“脆弱五国”，包括土耳其、阿根廷、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尔。
“ ＩＭ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２０１４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ｕｒｋｅ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１， ２０１４； “ ＩＭＦ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Ｂｏａｒｄ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２０１６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２０１６； “Ｔｕｒｋｅｙ：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２０１７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ＴＵＲ，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５ 日。

Ｍｅｈｍｅｔ Ｕｆｕｋ Ｔｕｔａｎ ａｎｄ Ａｌ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Ｈｏｔ Ｍｏｎ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４， ２０１５， ｐｐ． ３７３， ３８２．

Ｋｕｒｓａｔ Ｃｉｎａｒ ａｎｄ Ｔｅｋｉｎ Ｋｏｓ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２， ２０１５， ｐｐ． １７５－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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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土耳其大量外向型企业的发展与生存。 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警
告说，土耳其经济增长更加依赖由信贷推动的国内消费，同时吸引了大量短期外资，
虽有助于降低经常项目赤字，但如果国际资金加速撤离和回流美国，有可能在短期

内引发经济崩溃。①

最后，内外多重危机与安全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土耳其经济的脆弱性。 近年来土

耳其国内的政治纷争与安全环境的恶化对经济增长、营商环境、外资流入造成了不

利影响。 同时，土耳其的贸易与资金流入受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与主要贸易伙

伴关系恶化的严重冲击。 此外，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和难民危机持续发酵，使土耳其

经济与财政压力日益沉重，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也陷入停滞或中断。 作为叙利亚

难民的最大接受国，３００ 多万难民的滞留使土耳其不堪重负，对其国内经济与社会环

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 经济发展模式危机： 日益孤立的地区大国

作为欧亚大陆地缘与文明交汇处的枢纽国家，土耳其拥有中东大国、伊斯兰大

国、突厥语大国与新兴大国等多重身份，提升了土耳其实现崛起的雄心。 中东剧变

爆发前后，“土耳其模式”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迅速增强，一度成为地

区国家效仿的榜样，极大地提升了土耳其的大国地位和介入地区事务的意愿。 但近

年来的经济失速使“土耳其模式”风光不再，加之周边外交困局难以扭转，经济与民

主层面的“示范效应”减弱，土耳其在周边地区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
首先，经济困境使土耳其的地区雄心与能力之间的差距更加凸显，“土耳其模

式”的式微加剧了其在周边地区的孤立地位。 中东剧变发生后，由于高估自身影响

力和出现战略误判，土耳其的周边外交陷入困境，不仅未能按照预期扮演地区发展

榜样与秩序塑造者的角色，还因为其冒进政策在地区事务中不断受挫，本国安全与

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 日益深化的地区与全球危机使土耳其过去积累的地区大国

地位与影响力遭到严重削弱，其中下降最为明显的就是在中东地区。② 一方面，“经
济奇迹”的终结以及内政外交困局造成国际社会对土耳其的期待破灭，同时土耳其

还因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高调介入，使其国际形象日趋消极。 另一方面，“经济奇迹”
破灭与国内局势动荡的相互作用，明显削弱了土耳其干预中东地区事务的能力，降
低了“土耳其模式”的外部吸引力。 土耳其越来越像一个中东国家，而不是之前中东

地区向往的“模板国家”，这预示着“土耳其模式”遭遇危机。③

·８·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Ｍａｙ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Ｓｏｏｎ：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 ｇ̌ ｌｕ，”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８，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ｒｒｉｙｅｔ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ｍａｙ⁃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ｓｏｏｎ⁃ｄａｒｏｎ⁃ａｃｅｍｏｇｌｕ⁃１０６６２６，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８ 日。

Ｅｍｅｌ Ｐａｒｌａｒ Ｄ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 ３７， Ｎｏ． ８， ２０１６， ｐ． １４４５．

刘义：《埃尔多安“新土耳其论”与“土耳其模式”的危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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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土耳其与外部世界的制度性联系出现减弱甚至逆转趋势，影响了土耳其

的国际地位。 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两个最为重要的外部规范力量，在引领

土耳其内部改革、融入国际体系、塑造其对外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近年来

欧盟对土耳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推动作用正在逐步减弱，原来积极的双向互动关系

出现逆转，欧盟作为土耳其的外部规范力量正在丧失影响力。 随着土耳其的入盟谈

判陷入停滞，维系和推动土耳其制度性改革的“欧盟之锚”的作用也几乎戛然而止。①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对土耳其经济改革与发展的规范作

用更趋弱化。 ２１ 世纪前十余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使土耳其以资本捐赠者的身份重塑

了其与国际经济机构之间的关系，相关机构对土耳其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与规范能力

也大幅减弱。

二、 土耳其经济治理模式的转型趋势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集中暴露了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和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失效，②国际学界也纷纷探讨新自由主义的危机甚或终结。③

与此同时，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出现了回归趋势，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

之间的矛盾再度凸显，二者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博弈和互动更加频繁，重新强调理

念冲突、国家权力、体系结构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塑造作用具有更大价值。 在考

察国家经济治理模式及其变化方面，治理理念、治理结构、体系结构是三个重要的视

角。 当前，土耳其经济治理的危机既是国际层面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模式出现困境

的反映，也预示着未来土耳其国内经济治理模式的转型方向，从这一角度也许可以

对土耳其的经济和国家转型作出新的反思与前瞻。
第一，从治理理念来看，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与国际经济范式的演进，土耳

其“经济奇迹”的破灭代表着绝对化的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其治理实践在土耳其正在

走向失败和终结。 罗伯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Ｈｅｏｈａｎｅ）、海伦·米尔纳（Ｈｅｌｅｎ Ｖ．
Ｍｉｌｎｅｒ）从世界经济的变化出发，认为国际化进程能够通过多个路径对国内政治产生

影响：一是塑造新的政策偏好，从而形成新的政治联盟；二是引发国内经济与政治危

·９·

①

②

③

Ｄａｒｏｎ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Ｍｕｒａｔ Ｕｃｅｒ， “ Ｔｈｅ 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Ｇｒｏｗｔｈ，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ｌｉｄｅ，”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１６０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 ２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ｂｅｒ．ｏｒｇ ／ ｐａｐｅｒｓ ／ ｗ２１６０８．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英］简·哈代：《激进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经济学》，王潇锐译，载《国外理论动态》 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第
１ 页。

参见 Ｇｅｒａｒｄ Ｄｕｍｅｎｉｌ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Ｌｅｖｙ，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Ｄａｖｉｄ Ｍ． Ｋｏｔｚ，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 Ｍａｕｒｉｃｉｏ Ｌａｚｚａｒａｔｏ，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Ｖｏｌ． ３２， Ｉｓｓｕｅ ７－８， ２０１５， ｐｐ． ６７－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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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重塑国家政策与制度；三是削弱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和效能等。① 这其中

既有国际制度的强势影响，也有国家自觉的制度内化。 国际经济体系的变化会导致

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将带来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变化与波动。②

土耳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好学生”，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后长期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与开放化改革理念，并在正发党执

政之后进入了改革加速阶段。 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本币自由兑换、资本项目放开

管制以及股票和国债市场对外资开放导致土耳其资本和金融项目持续顺差，对外资

依赖严重，也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曾经将土

耳其从经济危机中拉出，并为较长时期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制度框架和基础。 但在融

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同时带有致命性的弱点，主要表现为本国经济对国际资本的高度

依赖，具有强烈的波动性和高度的脆弱性特征，同时由于制度内化和内外互动的制

约，国家对经济的掌控能力不可避免地下降，遇到问题时政府往往无从着手。 正发

党执政之后，土耳其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 据统计，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土耳其私

有化总收入达 ５３５ 亿美元，达到之前 １７ 年（１９８６ ～ ２００３ 年）私有化收入（８０ 亿美元）
的 ６．５ 倍还多。 不加限制的私有化使土耳其日益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

深陷“依附性陷阱”。③ 三十多年的自由化改革使土耳其经济大幅度国际化，国际政

治经济体系对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也随之不断增大。
全球金融危机削弱了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合法性，

使国际社会进入了新一轮的经济治理和发展理念的“重构期”。④ 伴随全球范围内国

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与治理范式的调整，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其治理实践的有效性受到

高度质疑，强调国家权力与体系结构的传统理念开始回归。 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

高度外部依赖和脆弱性等弊端是导致土耳其经济陷入增长危机不容忽视的因素，国
家经济治理进程中的理念冲突也由此凸显。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土耳其经济持续不

振意味着既往经济治理模式的失灵和失效，土耳其需要进行新的经济转型、寻找新

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和转变经济结构。
第二，从治理结构即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来看，随着土耳其国家威权主义与强人

治国趋势的日益明朗化，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也将进一步凸显。 国家与市

场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二者既存在对立性，又紧密联系在一起。⑤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以私有化、自由化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衰落，国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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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文彬：《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与市场》，载《现代经济探讨》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第 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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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之间的对立性重新凸显，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愈加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

性。 在此背景下，受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至深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新的抉择，土耳

其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未来土耳其在经济调整进程中，国家权力在面临市场力量

的长期侵蚀之后可能出现回摆，政策偏好也将呈现出重视国家干预的趋势与特征。
土耳其将有可能对绝对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加强市场与金融监管，由此表

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模式，这与土耳其国内政治中的强人治国趋势相一致。 从长

远来看，重振经济是正发党与埃尔多安巩固权力的根本之道。① 但长期自由化改革

带来的制度刚性与政策偏好决定了变革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式过程，是一个以国家

权力保障利益最大化的寻求平衡的转型过程。 当然，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中作用的

增强并不意味着要回归土耳其以前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政策

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根本逆转。
国家与市场关系调整的重要风向标之一就是土耳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

在接连遭遇金融危机之后，土耳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干涉下进行了重大经济

改革，央行独立于政府之外是其中一个重大制度安排。 ２０１２ 年土耳其经济增速急剧

放缓之后，土耳其政府与央行的关系变得紧张，央行面临坚持独立货币政策的巨大

压力。 土耳其政府与央行在货币政策的制定上一直存在分歧，政府要求央行降息以

刺激经济增长，但央行认为这样会导致资金外流，而对外部资金的高度依赖使央行

不敢轻易降息，担心会恶化本已严重的通货膨胀，因而陷入政策两难，进而加剧了二

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曾多次明确要求央行降低利率，但没有

获得央行的积极配合。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土耳其央行为应对货币贬值还意外宣布加息，
但效果也十分有限。 未来土耳其央行与政府的关系如何发展值得进一步观察，在土

耳其已经改行总统制、政府权力空前增强的背景下，预计央行的独立性———这一市

场力量的象征很难继续保持下去。
第三，从体系结构即内外互动关系来看，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与国际体系

结构之间表现出日益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进入重要调整期。
历史上，国际体系变迁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力量平衡的变化对土耳其的内外政策影响

巨大，当前土耳其内外困局既是国内政治变革与经济不振的结果，也与国际体系和

地区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动密切相关。 一方面，土耳其作为地区事务的重要相关方之

一，其国家政局变动、经济形势、政策偏好以及对自身权力与利益的追求从正反两个

方面对地区国际关系与地区秩序施加影响。 当前，正发党和埃尔多安对外政策的风

险也正在外溢，土耳其通过难民危机、击落俄罗斯战机、派兵进入伊拉克与叙利亚等

方式搅动地区局势和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变动，都是其具体体现。 在此过程中，土
耳其与欧盟、美国等外部大国以及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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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亚男：《未遂政变加速土耳其“东向”进程》，载《世界知识》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６ 期，第 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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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际体系及其结构的变化从理念、制度与政策上更为深刻地影响到土耳

其的内外政策及其成效，地区问题的复杂难解与大国力量的强势介入使之远超土耳

其的掌控能力，全球政治格局与大国博弈的变化决定了土耳其无法任性地施展其宏

大抱负，凸显出其目标与能力之间的结构性落差。 土耳其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
甚至有成为全球大国的潜力，但土耳其所宣称的全球战略地位和以价值为基础的外

交政策被过分夸大了，对自身能力的高估蕴含着重大风险。① 还有学者认为，土耳其

并不具备成为全球大国的条件，只是一个中等大国和地区大国，考虑到政治影响力

甚至不能算是一个地区大国。② 外部因素在更大程度上反作用于土耳其，带来难以

预料的麻烦与不确定性，如中东地区局势变动对土耳其国内安全形势与经济发展的

严重冲击，特别是库尔德问题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土耳其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当前，国际经济体系的结构与动力在发生变化，土耳其能否因应这种变化趋势

找到本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与新节奏将直接影响到其国际地位的升降，也将决定其

能否实现预期发展目标和能否延续之前的崛起势头。 土耳其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这
一转变将是一个长期且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未来土耳其的中东政策

和介入地区事务的方式必然面临调整，与欧盟、俄罗斯、美国等外部大国的关系也进

入快速变动和重要调整期，目前来看这一调整过程将持续很长时间，其间同样存在

诸多风险与不确定性。

三、 “新土耳其”的治理内涵与土耳其的国家治理转型

国家经济的持续疲弱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土耳其的崛起，也凸显了土耳其国家

治理的危机，突出表现为“土耳其模式”的危机。 经济持续低迷使“土耳其模式”所追

求的活力经济成为无源之水，也使伊斯兰民主与积极外交失去了重要支撑，直接削

弱了土耳其的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地区事务的能力，并在周边持续乱局中迅速失去了

“样板”意义。 经济失速、民主褪色、外交困境预示着“土耳其模式”的危机甚或破

产。③ 在此背景下，埃尔多安和正发党所要建设的“新土耳其”也因经济失速与外交

困境而遭遇危机，更因为国内政局快速变革以及民意分裂与对立而处境尴尬，但“新
土耳其”所蕴含的治理内涵与转型意义依然值得探究和期待。

（一） “新土耳其”的治理内涵

正发党执政以后，经济高速增长及其巨大成就使土耳其的崛起雄心与国际抱负

·２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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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志强：《经济失速背景下的“土耳其模式”危机与土欧关系》，载《欧洲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４３－
４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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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涨，在连续赢得国内大选、持续执政和政绩斐然的背景下，按照自身的设想打造一

个“新土耳其”也成为正发党与埃尔多安的最大梦想，并与国家发展战略、国家治理

实践紧密融合起来。 由时任正发党主席和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于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签

署的《新土耳其契约 ２０２３》指出，“新土耳其是当代土耳其全面复兴的结果，反映了我

们这个时代和全球化空间的变化，以及 ２００２ 年以来土耳其重建进程的成果。”①并在

政治、社会、经济、外交等方面重申和阐述了有关国家发展的宏大目标。 有学者基于

对正发党与埃尔多安崛起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的深入考察，分析了“新土耳其”
的内涵、影响及其困境。② 根据有关学者的解释，“新土耳其”主要是对正发党连续执

政和埃尔多安政治强人现象的新解读，是土耳其关于国家、地区和全球秩序的全新

设想。 在 ２０１４ 年埃尔多安当选总统后，达武特奥卢将“新土耳其”的内涵归结为三

个重要概念：强势民主、活力经济和积极外交。③

“新土耳其”构想的确带有浓厚的埃尔多安个人色彩，埃尔多安本人也被视为

“新土耳其”的标志。 埃尔多安所要建立的“新土耳其”鲜明地体现出政治和社会趋

向保守、权力高度集中、对外关系更为多元化等特点，其本人也一直被国内外反对者

称为“新苏丹”，国内民主治理模式被称为“埃尔多安的民主”。④ 埃尔多安的强势治

理具有多重脆弱性，增加了土耳其国家走向的不确定性。⑤ 在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的总统制

修宪公投通过之后，埃尔多安强人治国的特征更趋鲜明。
然而，就此将土耳其的国家治理架构简单地归结为埃尔多安的个人独裁并不合

适，因为威权在土耳其转型过程中有其内在需求与合理性，威权主义也并不必然走

向个人独裁。 对于执政经验丰富、胸怀宏大政治抱负的埃尔多安及其领导的正发党

来说，国家治理最终必然要以理性的思考与制度建设为基础。 从“新土耳其”的主要

内涵和埃尔多安的国家治理实践来看，近年来土耳其的威权色彩日益浓重，但依然

坚持共和民主制度，从个人意愿和治理需求来看，集权也只是手段；伊斯兰色彩显著

上升，但依然维持世俗国家的底色，与其说是正发党坚持宗教意识形态，不如说是它

对土耳其社会的宗教回归和宗教复兴诉求的必然回应；经济活动中的国家主义色彩

不断增强，但自由主义的方向与政策很难改变。 埃尔多安时代的威权主义塑造了一

种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政治权力变得更具特殊性、个性化和大众基础，虽然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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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可能性，但具有民主化的潜力。①

强势民主、活力经济与积极外交被正发党阐释为建设“新土耳其”的三个核心要

素，这与“土耳其模式”的内涵高度一致，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通性与延续性。 一

直以来，西方式民主与自由主义经济既是土耳其国家治理的重要内涵，也关系到其

对外关系与国际形象构建，遂成为外界审视土耳其发展的主要视角。 正发党与埃尔

多安治下的土耳其政治演变导致了“新土耳其”的悖论，主要体现在伊斯兰主义对国

家与社会关系的冲击、土欧关系变化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以及土耳其共和主义的未

来三个方面，而结合了非自由民主的埃尔多安威权主义的崛起将对土耳其的外交政

策产生重要影响。② 同时，“新土耳其”与 ２０１１ 年埃尔多安提出的“２０２３ 年百年愿

景”相联系，国家崛起的宏大愿景也使“新土耳其”得以进一步强化与合理化。 根据

“２０２３ 年百年愿景”，土耳其希望在建国 １００ 周年时在国家社会发展各领域实现一系

列宏大而具体的目标，成为正发党和埃尔多安为所描绘的“土耳其梦”。 “２０２３ 年百

年愿景”被视为土耳其重要的综合性国家发展战略。③ 正发党执政以来的发展成就

从根本上激起了土耳其人对实现国家崛起与复兴的强烈渴望，不断提出的宏大发展

愿景与规划也成为塑造“新土耳其”的重要路径。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新土耳其”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伴随正发党

与埃尔多安的长期持续统治，它已经与国家发展及国家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塑造

了土耳其的发展面貌与愿景，从而具有国家经济治理的积极内涵，也与当前土耳其

国家治理转型高度相关。
（二） “新土耳其”视角下的国家治理转型

在近年来土耳其政治纷争加剧和经济持续疲弱的背景下，“２０２３ 年百年愿景”所
设定的发展目标也变得难以实现，严重影响了土耳其国家治理的效果，打击了其持

续崛起的势头与自信。 加上国内威权化改革的快速推进以及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恶

化，“新土耳其”的吸引力急剧减弱，甚至被外界视为笑谈或讽刺埃尔多安的绝佳“证
明”。 有学者认为，正发党与“新土耳其”被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导，其中充满受

害想象、保守心理和怨愤情绪。④ 由此，“新土耳其”所蕴含的国家治理内涵及其转型

意义遭到严重削弱，能否发挥推进国家治理转型的作用，有赖于正发党与埃尔多安

在新形势下的政策与作为，并将受到国际环境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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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ｕｒａｔ Ｓｏｍ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Ｂｒｅａｋｄｏｗｎ： Ｏｌｄ ｖｓ． Ｎｅｗ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ｖ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ｎｄ Ｂｌａｃｋ Ｓ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６，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１６， ｐ． ４８１．

Ａｙｌａ Ｇｏｌ， “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ｏｆ ‘ Ｎｅｗ ’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ｓｌａｍ， Ｉｌ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９３， Ｉｓｓｕｅ ４， ２０１７， ｐ． ９５７．

昝涛：《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梦”———兼谈“一带一路”下的中土合作》，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第 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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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成就是正发党以及埃尔多安连续赢得执政地位和获得民众支持的核

心基础。 埃尔多安的声望建立在预期的“经济奇迹”基础上。① 对国家经济发展表现

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选民对执政的正发党的投票倾向。② 因此，近年来土耳

其“经济奇迹”的破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动摇了正发党的执政基础。 为继续保持国

内民众的支持，正发党转而运用民族主义、宗教意识形态等非经济议题来巩固和维

系自身地位，保持主动性和话语权。 同时，正发党为维持“选举霸权”与实现埃尔多

安的强人治国设想，将巩固和扩大权势地位作为优先目标，分散了推动国家经济发

展的努力，也降低了推进经济改革和破解经济难题的动力。 在更为不利的国际环境

冲击下，国家经济发展的处境更加艰难。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土耳其国内政治变动

剧烈，社会更加碎片化，多元化、包容性特色消退，围绕埃尔多安个人的国内裂痕甚

至对立日益突出，“新土耳其”设想似乎也与“土耳其模式”一同陷入了危机，这一现

实当然不利于国家治理的良性与可持续发展。
当前，对于已经重塑了国内政治力量格局并已通过总统制修宪的正发党与埃尔

多安来说，不论是为提升民众支持率、赢得未来的总统选举还是维持长期执政地位，
都必然要回归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主旋律。 摆在埃尔多安面前的紧迫任务是采

取措施缓和社会矛盾，提升政策包容性，弥合国内分裂，塑造最能为民众支持的国家

治理秩序。 经过近年来的一系列政治变革，埃尔多安已然大权独揽，法理上的权力

障碍也已经基本消除，内部掣肘因素大幅减少，能更为高效地调动国内资源推进发

展目标与国家愿景的实现。
“土耳其模式”和“新土耳其”构想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它们彻底破产。 “新土耳

其”构想具有代表土耳其国家治理转型诉求与方向的积极意义，依然具有顽强的生

命力，并面临新的转机。 对埃尔多安与正发党政府来说，应以实行总统制等国内变

革为契机，借助更为强势的国家治理所具有的诸多优势，更为理性和制度化地推进

经济改革与增长、制度建设与社会融合，打造一个重新恢复经济与社会活力的“新土

耳其”。 因此，土耳其国内如能不纠缠于宗教与世俗、民主与威权的意识形态对立，
秉持一种温和而不偏执的“埃尔多安主义”，重建包容性的国内秩序，专注于经济发

展与治理改革，将既有利于实现埃尔多安本人的政治理想，也有望使土耳其迎来国

家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实现“新土耳其”构想和“土耳其模式”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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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

已经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我们仍然习惯地将其称为‘国内政治’。”①从经

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来看，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成功与挫折既影响到国内政治的发展

变革，成为影响土耳其能否实现持续崛起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同时也影响到其外

交政策的能力、理念与偏好，并对周边地区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土耳其经济

治理的危机表明，其国内政治与经济体系中一直存在着内在矛盾，也反映出现有政

治与经济政策的缺陷，造成了“土耳其模式”的危机。
从更深层次来看，“经济奇迹”的破灭也许代表着新自由主义理念及其治理实践

开始在土耳其走向失败和终结；国家权力在经济领域中的角色将进一步凸显，土耳

其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出现新的转向。 土耳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与国际体系结构之

间也表现出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其对外关系面临新一轮的调整。 土耳其内政外交

的发展演变将对地区国际关系带来诸多重要影响，而其经济发展走势与经济治理模

式的转型将是其中的关键变量。 埃尔多安和正发党要打造的“新土耳其”蕴含着国

家经济治理转型的积极内涵，在新的形势下具有代表土耳其国家治理转型诉求与方

向的积极意义。
从更大范围来看，对土耳其国家经济治理的探讨对于当前全球新兴国家群体来

说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同土耳其一样，近年来很多新兴国家经济都面临严峻挑

战，之前被广泛看好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势头遭遇严重挫折。 新兴国家发展受挫

源于其在既有的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脆弱地位，自身经济特点与发展模式存在内

在缺陷。 未来，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走向、大宗商品价格趋势、地缘政治变动等不确定

性因素众多，特别是美国金融霸权及其金融政策变动的影响力依然深远，对于深受

外部因素冲击的新兴国家群体来说，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 在

此背景下，新兴国家经济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转型值得深入研究，而作为新兴国家

重要代表的土耳其在国家经济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章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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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第 ３ 页。


